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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德维克·弗莱克，微生物学家。如今在国际上，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库恩
思想的先驱和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本文通过梳理弗莱克
的思想和前人对弗莱克的研究，浅析了其在中国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
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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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犹太人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 1896－1961）如今被认为
是“一名具有真知灼见的伟大哲学家，一名卓越的微生物学家和一个百科全书
式的人文主义者”[Fleck 1979, pp. 154－165]。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家，弗莱克
在斑疹伤寒、免疫学和血清学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国际学者的普遍认可
[Grzybowski 2012]。但是，作为一名哲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则是在其死后 20
年人文社科学界为其追封的。
近年来，弗莱克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和 1984年，为了确认
弗莱克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国际学者在汉堡和柏林专门举办了两次弗莱克研
讨会（Kolloquium Ludwik Fleck）。1992年 8月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为纪念弗莱克的学术贡献和奖励在科学技
术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当代学者，设立了路德维克·弗莱克奖（Ludwik Fleck 
Prize）。2004年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在柏林筹办了弗莱克展（Die Ausstellung），
展出了弗莱克生平事迹。2005年 7月 7日，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海尔维第学
院（Collegium Helveticum）成立了弗莱克研究中心（Ludwik Fleck Zentrum）致
力于研究弗莱克思想。同年，在波兰的斯武比采（Séubice），“波兰学院”（Collegium 
Polonicum）举办了“从科学事实到知识生产：弗莱克及其对探讨知识、文化与
权力的意义”（V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zur Wissensproduktion. Ludwik 
Fleck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Diskussion um Wissen, Kultur und Macht）讨论会。
2006年，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院（Ecole des Mînes de Paris）专门举办了弗莱克
讨论会（Genèse et développement d’un fait scientifique (1935)——Retour sur les 
fondements, la fécondité et l’actualitéde la pensée de Ludwik Fleck）。如今，在欧洲
还形成了弗莱克学圈（Ludwik-Fleck-Kreis），以弗莱克理论为基础，促进各个领
域间的合作与交流。
相较于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中国的学者们对弗莱克却知之甚少。本文以简介
弗莱克思想、综述弗莱克研究为中心，浅析了弗莱克研究对当今中国科学史、科
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一   弗莱克的思想
抛开弗莱克的科学贡献不说，他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内
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越的。埃尔卡纳（Y. Elkana）称弗莱克梅毒史研究为“杰
作”[Elkana 1986]，特伦（T. J. Trenn）称其为“漂亮的历史案例研究分析”[Fleck 
1979, p. xiv]。库恩（T.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序言中说弗莱克的书是“一
篇预见了许多自己观点的文章”[Kuhn 1996, p. ix]。拉图尔（B. Latour）称弗莱
克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Latour 2007, p. 112]。弗莱克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
他的思想具体有哪些呢？下面就对弗莱克的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
1．科学中的“实在”问题
弗莱克深受科学家和哲学家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的哲学辩论的影响，他
特别关注科学中“实在”的问题。结合自身的医学经验，他发现在医学科学中同
样存在着“实在”问题。通过对医学科学的考察，他认为“在健康与疾病之间绝
没有严格的界限，并且人们无法再一次发现完全相同的疾病图像”[Fleck 1986, p. 
39]。实际上，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疾病”，只有个体的病理现象，“疾病”只不
过是医生建构出来的一种方便表述的概念。要精确地定义医学中的一些事实也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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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不可能的，对一种疾病的描述越是精确，它越是不准确，只有通过历史和一
些社会因素，我们才能认识它。
1929年弗莱克还参与了德国前沿科学期刊《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
上的关于“实在”危机的讨论。他以《论“实在”的危机》一文回应了库尔
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928 年发表的《“实在”的危机》（Die Krise der 
Wirklichkeit)一文。弗莱克认同里茨勒对科学认识危机的看法，但是他不认为从
个体出发能恰当地处理认识问题。他认为，所有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中，没
有东西能够单独存在，传统、已有的知识和认知方式都影响着何物“实在”[Fleck 
1986, pp. 47－57]。并且，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特有的思维风格（Denkstil），不
同思维集体（Denkkollektiv）间的思维风格也不尽相同，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总会
受到某种思维风格的影响。弗莱克认为，任何一种认知都是一个社会的过程。这
也正是弗莱克理论所独有的卓越贡献：从社会学维度看待科学知识。
2．梅毒史研究
弗莱克在代表作《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中对梅毒史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他认为瓦塞尔曼反应①是古代信仰——梅毒和血液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的完成，确立了现代梅毒的概念。然而瓦塞尔曼反应也并不是纯粹以观察为基础，
它深受之前梅毒的元观念（Ur-Präideen）的影响。历史上有数个思维集体都保有
梅毒的观念：15世纪，梅毒刚出现时，因为患者通常是因为通过性行为感染梅毒，
并且症状常常出现在性器官上，所以当时的人们赋予了梅毒一种道德因素，认为
梅毒是上天对人类肉欲的一种惩罚，称其为“性欲灾祸”（Lustseuche），这种观
点深受宗教和占星术的影响；然而，在医学从业者的圈子内，人们从历史经验出发，
在梅毒概念和汞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认为梅毒是可以被汞涂擦治愈的慢性
皮肤病（虽然汞疗有中毒的危险，但是在医疗中还是普遍使用）；还有一些受体
液学说影响的人，认为表现在皮肤上的症状，其实是血液中的一些恶物质导致的。
随着病因学的发展，医学界对疾病本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梅毒病因的寻找成
为了当时的一个研究课题。为了回应古代血液本原的思想和新近病因学的要求，
① 瓦塞尔曼反应是由德国医生奥古斯特·冯·瓦塞尔曼（August von Wassermann，1866-1925）于 1906
提出的一种检测梅毒的血清测试，其通过检测血液样本中是否含有“梅毒菌”抗体，来判定病人是否
患有梅毒。瓦塞尔曼反应还创造并发展了一个关于它自身的学科：血清学，以其自身的合理性成为了
一门科学。血清学和瓦塞尔曼反应之间原初的联系仍然留存于流行的日常医学术语中。瓦塞尔曼反应
经常被称为“血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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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塞尔曼提出了一种血液检测的方法，认为梅毒病症是由血液中的“梅毒菌”引
起的。后来，细菌学家在血液中发现了这种“梅毒菌”，即梅毒螺旋体（Spirochaeta 
pallida），从而证明了梅毒起因于血液的变化的古代信仰。我们可以看出瓦塞尔
曼反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古代信仰、现代病因学与细菌学的塑性下，形成了
人们公认的“事实”。虽然，现代梅毒概念已经形成，但是弗莱克还是提醒读者，
细菌学中的许多定义仍然模糊不清。他认为梅毒不是“客观的”存在，“随着梅
毒概念的转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许多新的知识领域也被建立起来，以致于
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被真正完成的”[Fleck 1979, p. 19]。
通过梅毒史研究，弗莱克深化了他关于知识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强调了社会
学因素是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不是一成
不变的，对事实的选择会受到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已知的知识也会随着历史
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3．科学认识论
弗莱克以“思维集体”和“思维风格”理论阐述了科学认知的过程，形成了
一套原创性的科学认识论。他将“思维集体”定义为“人们相互交流思想或者保持
智识相互影响的共同体，它为所有思想领域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载体’
（Träger），并且也为特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水平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载体’。这个‘载’
体我们称之为思维风格” [Fleck 1979, p. 39]。弗莱克又将“思维风格”定义为，“对
定向感知的准备和对于已感知到事物的适当领会”[Fleck 1979, p. 142]。
思维风格会对个人施加一种定向的感知方式，集体的思维风格决定了个人的
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人是没有办法独立思考的，所有的思想都来自集体，
不同集体间会产生一种隔膜。思维集体将人们区分开来，只有思维集体内部的成
员才可以相互沟通理解。“科学家、语言学家、神学家或者神秘主义者可以在他
们自己的集体中很好地交流，但是物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的交流则是困难的，
甚至物理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的” [Fleck 1986, p. 81]。弗莱克
认为事实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而即使是在同一个思维集体中，一
个思想的变化有时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由于表达的模糊性、理解的偏差、新想
法的注入等等，接收者不可能精确地理解表达者想要让他理解的思想，在交流的
过程中，概念原初的意义有时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不论个人对它的解释是对是
错，对它的理解正确与否，一套研究成果都会曲折地贯穿于共同体中，不断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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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改善、加强或者削弱，同时影响其他的发现成果、概念结构、观点和思维
习惯。在共同体中经过几个来回的传播，一个发现结果返回它的发起者时，通
常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他将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眼光重新审视他的发现”[Fleck 
1979, p. 42]。这种变化还会受到传统观念的阻碍，同时受制于多种多样的社会因
素，通过无数次的商讨和会谈，经过长时间磨合，学者们最终会无意识地创造一
个思维风格。虽然产生了一个思维风格，但是没人知道这个风格是从何时开始使
用的，怎么开始使用的，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创造了它。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集体” [Fleck 1979, p. 42]。
除了思维集体内的交流外，弗莱克也尝试着指出了思维集体间的交流。他认
为不同集体间的交流，会导致思想的一种转换或改变，甚至彻底毁灭原有的意义。
两种思维风格间的差异越大，在思想交流上就会有越多阻碍。集体间交流时，所
有的概念或多或少都渗透着各自集体所带有的思维风格，从一个集体传播到另一
个集体时，这些概念总是会产生一些碰撞，发生一定的变化。交流的主题并不起
决定作用，相同的主题，不同的思维集体也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例如“对于一
种疾病或者一个神迹，物理学家或许可以理解生物学家，但是他不能理解神学家
和诺斯替主义（Gnostic）的解读”[Fleck 1986, p. 82]。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思维
集体，拥有不同的思维风格。我们稍微对比一下，“力”、“能量”或“实验”对
物理学家、语言学家或运动员的意义；“解释”对哲学家和化学家的意义，“光线”
对艺术家和物理学家的意义，或者“法则”对法学家和科学家的意义，我们也能
发现它们间所存在的差别。不过弗莱克也注意到，个人可以同时保有不同的且各
自独立的思维风格。例如，许多物理学家承认宗教和唯灵论的思维风格，但是他
们中很少有人对生物学感兴趣；很多医生参与到历史或者美学的研究中，但是只
有很少一部分人涉及自然科学研究 [Fleck 1979, p. 110]。然而，如果思维风格是
相关的，那么一个人同时拥有的情况则几乎不存在。因为，相关的思维风格同时
存在于个人时会产生一种“不相容”（Inkompatibilität）的情况。例如，“一个医
生会同时从临床医学或者细菌学的视角和文化史的视角来进行疾病研究，而不会
从临床医学或者细菌学的视角和纯粹的化学视角来进行疾病研究”[Fleck 1979, p. 
111]。对于不同思维风格之间的交流，弗莱克自身并没有交代清楚，但他指出这
非常值得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因为“思维风格的变化，即定向感知的准备
的变化，为发现和创造新事实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才是思维集体间交流最重要的
认识论意义” [Fleck 1979,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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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弗莱克通过对医学中“实在”问题的讨论，成功地将原来在哲学和物理学
领域内关于“实在”的问题扩展到了医学领域，还通过梅毒史研究得出了一种独
特的以社会学来看待科学的视角。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构建思维风格的一套
完整理论。而仅仅是想要指出集体间思维交流的一些独特性质”[Fleck 1979, pp. 
108－109]。他以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概念重新阐释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在他
的理论中，“知识不仅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间的对话，而且是一种包含集体在内
的三重关系” [Fleck 1979, p. 155]。认知不是一个个人的活动，而是包含了个人主体、
特定客体和具有主体行为的思维集体的一个复杂活动，并且认知过程受认知共同
体中特有的思维风格的限制。由于思维风格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因此任何观点都
会遭到修订或者改变，不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真理。个人在认知的过程中并不起
决定性作用，弗莱克认为思维集体才是“思维活动的最小单位”[张成岗 1998]，
因为相对于个人的多样性，思维集体更加稳定，并且更重要的是思想并不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集体。弗莱克也研究了不同集体间的交流，但是他并不是在强调思维集
体间的不可通约性，而是想通过对交流性质的分析，寻找出一条知识创新的路。
对于弗莱克的思想，这里的介绍只能初见端倪，更详细的内容还需进一步研究。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今的弗莱克研究都有哪些，或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二  弗莱克研究的现状
弗莱克 1935年的著作《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当时只销售了 200册（仅
有 7本运往美国）[Shapin 1980]。虽然在书发表之后就有了一些评论，但大多数
都是发表在医学期刊上 [Bunge 1981]，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科学哲学家汉斯·赖
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是这本书为数不多的早期读者之一，他在 1938年出
版的《经验和预测》（Experience and Predication）一书中引用了弗莱克的著作。
后来，库恩根据这一引用发现了弗莱克，并幸运地在哈佛的图书馆中找到了弗莱
克的书。库恩到底从弗莱克的思想中借鉴了多少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库恩自己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序言中承认弗莱克是先于自己提出了许多自己思想的人。
1．国际研究
库恩的思想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库恩在其序言中的言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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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弗莱克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关于库恩与弗莱克关系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
最早对两人关系的研究应该是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的。从德国逃往英国的哲学
教授巴尔达穆斯（W. Baldamus），用不是很充分的材料总结了弗莱克作为库恩的
先驱的可能 [Hedfors 2005]。虽然他自己谨慎地说他没有足够的材料得出任何结
论，但是这却作为一种可能的开端引起了人们对二者之间联系的关注。1981年
和 1984年的弗莱克研讨会，其中的一项成果就是确认了弗莱克是库恩的先驱。
2001年，布罗森（S. Brorson）和安德森（H. Andersen）考察了弗莱克和库恩著
作中，关于科学文献对稳固和改变科学现象世界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认
为“尽管弗莱克和库恩描绘出的科学发展的非积累式图景有着直接的相似之处，
但是这种相似或许只是浮于表面的”[Brorson & Andersen 2001]。2003年，巴比
奇（B. E. Babich）认为弗莱克和库恩的思想有着明确的联系，库恩之所以没有
继续使用弗莱克的“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术语是因为麦卡锡时代的政治
背景和那个时代个人主义理念的影响 [Babich 2003a]。巴比奇还注意到斯蒂芬·富
勒（Steve Fuller）在《托马斯·库恩：我们时代的一个哲学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for Our Times）中将库恩抬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但是却将
弗莱克几近忽略。他认为忽略了弗莱克就等于忽略了科学社会史的重要一环，并
且认为库恩的概念与弗莱克的概念存在着一致性 [Babich 2003b]。2011年默斯纳
（N. Mößner）从弗莱克和库恩的概念、理论适用范围、观念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沟通和理解这四个方面对二者的思想进行了区分。认为库恩的范式概念致力于自
然科学，而弗莱克的思维风格理论涉及所有学科领域，其影响力更为广泛；思维
风格不仅仅应用于科学领域，而且也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从前科学发展到一个
成熟科学，思维风格在社会中的地位会变得更加稳定。她还说道，如果我们认识
到思维风格不局限于科学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有着相同的发展
史，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也都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 [Mößner 
2011]。2012年斯塔克（L. Stark）从教授库恩的课程中认识到了弗莱克，认为库
恩在科学共同体和外行之间做了一种绝对的区分，而弗莱克没有。他还认为弗莱
克的《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确认了库恩工作的价值，他引导学生从《结
构》来认知《起源》[Stark 2012]。对弗莱克和库恩关系的论述，几乎在所有关于
弗莱克的论文中多多少少都有所提及。可见对弗莱克的研究借助于库恩的影响逐
渐步入了主流。
随着弗莱克研究的兴起，关于弗莱克著作的翻译和整理也就成为了必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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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弗莱克 1935年在瑞士巴塞尔出版的《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思维
风格与思维集体学说导论》（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已经有了多种版本。
1979年出版的英文版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 c Fact”、1980年的德
语再版、1983年的意大利文版 “Genesi e sviluppo di un fatto scientifi c”、1986年的
西班牙文版“La génesis y el desarrollo de un hecho cientifi co”和波兰文版“Powstanie 
i rozwój faktu naukowego”、1997年的瑞典文版 “Uppkomsten och utvecklingen av 
ett vetenskapligt faktum”以及 2003、2005、2008年连续再版的法文版 “Genèse et 
développement d’un fait scientifi que”（尚无中文版本）。以 1979年英文版的出版为
标志，弗莱克的思想影响逐渐波及整个世界。法国近年对弗莱克著作的连续重印，
就可以看出弗莱克研究在法语学界的重要性。除了弗莱克的代表作，学者也对弗
莱克的论文进行了整理，1983年柏林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经验和事实：文章
收集和介绍》（Erfahrung und Tatsache:Gesammelte Aufsatze mit einer Einleitung）收
录了弗莱克的 7篇认识论论文。1981年和 1984年的关于弗莱克的国际性学术研
讨会后，科恩（R. S. Cohen）和施耐勒（T. Schnelle）编辑出版了《认知和事实》
（Cognition and Fact）其中包括了弗莱克的 7篇论文（从 1983年的 7篇德语版翻
译为英文版）和 14篇国际知名学者研究弗莱克的论文。2011年柏林苏尔坎普出
版社出版《思维风格和事实：文存和证词》（Denkstile und Tatsachen. Gesammelte 
Texte und Zeugnisse），收录了弗莱克关于认识论和科学的文章，集中营时期的报告、
证言与争议，书信，早期对弗莱克的评价和对弗莱克的回忆。
对弗莱克著作的翻译整理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评论。1979年，《一个科学事实
的起源和发展》英文版的出版，首掀高潮。1980年夏平（S. Shapin）认为弗莱克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科学知识的一个全面的社会学论述。
并认为弗莱克对相对主义和社会学认识论的研究要比库恩更充满活力，不能只将
弗莱克看作是库恩先驱 [Shapin 1980]。1981年，邦格（M. Bunge）对弗莱克的观点
进行了剖析：1.传统的德国理念论；2.可能受马克思影响的社会学主义，将思想和行
为视为社会产物而不是只将社会作为限制性条件；3.文化相对主义，甚至没有真理；
4.反对形式主义。对弗莱克社会学观点进行了肯定，但是也批判了弗莱克过分强调
集体忽略了个人的作用 [Bunge 1981]。1984年，勒努瓦（T. Lenoir）认为弗莱克的
认识论是更为稳健的知识社会学 [Lenoir 1984]。1986年，哈伍德（J. Harwood）针对《一
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的 1979年英文版，1980年德文再版，1982年《路德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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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和思想》（Ludwik Fleck, Leben und Denken），1983年《经验和事实》，1986年《认
知和事实》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弗莱克的认识论思想主要来自利沃夫大学的三个
哲学家：特瓦尔多夫斯基（K. Twardowski）、埃杜凯维茨（K. Ajdukiewicz）和崔斯
泰克（L. Chwistek）。他认为弗莱克的著作具有高度的原创性，甚至在如今来看也
是极其独特的，并对库恩和弗莱克进行了简要的对比。他还将《认知和事实》里
面研究弗莱克的论文分成了两类，一种是传记式的研究进路，一种是对一般的认
识论问题的处理 [Harwood 1986]。
关于弗莱克思想的研究。19世纪 70年代，巴尔达穆斯的学生施耐勒接受老
师的意见，继续研究弗莱克。1979－1982年间承接了汉堡大学研究弗莱克档案的
一个项目，详细阐述了弗莱克思想及其作品中的哲学和文化的背景，于 1982年
出版了《路德维克·弗莱克，生平和思想：科学哲学中社会学思维的起源和发展》
（Ludwik Fleck, Leben und Denken: zur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soziologischen 
Denkstils in der Wissenschaftsphilosophie）。1990年，洛伊（I. Löwy）讨论了波兰
医学哲学的发展，介绍了弗莱克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 [Löwy 1990]。2000年，布
罗森（S. Brorson）以弗莱克的知识建构主义理论为背景重建了元观念的概念，说
明了弗莱克元观念和其医学分类的观点的联系。认为弗莱克元观念中有四个哲学
问题：1.科学中两种观念的冲突；2.知识的非实在理论中的“连续”概念；3.对元
观念中非真实内容的描述；4.分析者观念的非中立性 [Brorson 2000]。2003年，外
斯（K. Weiss）认为对事实和科学的认识不可能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他讨论了瓦
塞尔曼反应促使梅毒成为事实的例子，认为虽然事实是思维集体建构出来的，但
它却是人类对未知事物最好的预测，这种对事实建构的艺术或许正是最为重要
的科学 [Weiss 2003]。洛伊 2004年讨论了弗莱克的医学认识论和生物医学 [Löwy 
2004]，又于 2008年发表论文，认为弗莱克所说科学观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过
程，并不仅仅源于实践实验。她还讨论了弗莱克与当时波兰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同
观点的对抗 [Löwy 2008]。2011年，派纳（A. Peine）研究了弗莱克的思维集体和
元观念，将弗莱克视为创新分析图谱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并且讨论了不可通约性
概念（Incommensurability）对构型创新的影响 [Peine 2011]。2012年，齐特尔（C. 
Zittel）将弗莱克视为现代社会建构主义的先驱。他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
讨论了思维风格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说明了弗莱克对风格概念的使用在他的同
代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Zittel 2012]。
关于对弗莱克理论的实践应用。1988年，史坦普（D. Stump）将弗莱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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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塞尔曼反应的分析看作是哈金实验实在论的例证，并且认为哈金的实验实在论
也为弗莱克关于实验事实发展所引起的争论提供了一条解释途径 [Stump 1988]。
2001年，洛伊从弗莱克的观点——科学事实不应只关注被承认的一面，还应关
注被认为是错误的一面——出发，讨论了非西方科学在研究实践中的缺失问题
[Löwy 2001]。2008年，福斯特纳（C. Forstner）利用弗莱克思维集体和思维风格
的概念分析了它们对可能的思维模式的限制。当这些限制被移除时，一个新理论
的建构就成为可能。根据弗莱克的理论，玻姆（David J. Bohm, 1917－1992）被
普林斯顿辞退，为他对量子力学的新阐释创造了可能 [Forstner 2008]。
关于弗莱克的研究，还有关于其科学成就的 [Grzybowski 2012]，关于其和
相关理论的比较的 [Seidel 2011; Hagner 2012]。而最近对弗莱克的研究中，广受
关注的是其在纳粹集中营期间的道德问题，及对其思想成就的评价。赫德福什
（E. Hedfors）认为弗莱克作为一名学者是落后于他那个时代的，他的科学背景是
有缺陷的、他处于社会的边缘、著作也缺乏文献的支撑，并且认为《认知和事
实》显示出弗莱克选择的参考文献许多都是靠题目推测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材料
[Hedfors 2005, 2006]。赫德福什还认为弗莱克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社会
学家（虽然弗莱克也不这么自称），更不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甚至其在集中营
期间进行的科学实验有着严重的伦理问题 [Hedfors 2007]。赫德福什对弗莱克的
论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论，多名研究弗莱克的学者联合撰文 [Amsterdamska et 
al. 2008]，批判了赫德福什认为弗莱克曾意愿参与纳粹医学实验，故意给囚犯感
染斑疹伤寒病毒，导致数百名囚犯的死亡的一些观点。伊娃·赫德福什也对这些
批判做出了回应 [Hedfors 2008]。2009年，威兹（G. Weisz）还针对这一争论做
了总结，认为弗莱克的工作是十分卓越的，对他的批判是误判 [Weisz 2009]。弗
莱克在集中营的行为成为如今争论的焦点，但尚无定论，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总结大部分是从英文文献入手，实际上在德文、法文、瑞典文等各种语
言的文献中还存在着大量关于弗莱克的研究。笔者才疏学浅，初入门路，还需进
一步的研究和学习。但是，即使仅从以上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出弗莱克思想的
广度与深度。
2．国内研究
相比于国际上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则有些捉襟见肘。在国内的文献中，1991
年才有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弗莱克，但只有寥寥几句话 [赵乐静 1991]。其后，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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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一些论文零零散散的说到过弗莱克在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是都只是简要的提
及 [赵万里 2001，页 39；任元彪 2007；梁君林 2010；王巍 2012；陈锐钢 2012；刘华
杰 2013；芦笛 2013]。国内以弗莱克为主题的研究，仅有 1998、2000年张成岗对
弗莱克思想的介绍 [张成岗 1998, 2000]。虽然这两篇文章在国内做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但是，其后就没有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致使至今该领域几近空白。而
且，当时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只简要介绍了弗莱克的哲学思想。另外，李创同
2006年在其著作中，将弗莱克的“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看作是西方科学
史研究的现代传统，但是从参考文献看来，他对弗莱克也只是初步了解 [李创同
2006，页 82－86，92]。
相比于大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陈恒安则对弗莱
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曾开设了关于路德维克·弗莱克的科学史专题研究，
专门研讨弗莱克思想。2007年台湾第七届科学史研讨会发表《思维样式和思维
集体与科学普及》。2009年出版专著《20世纪后半叶台湾演化学普及知识的思维
样式》（台北：记忆工程），在第二章细致地讨论了弗莱克的思想 [陈恒安 2009，
页 55－89]。他还于 2012年台湾“《科学革命的结构》五十年：从科史哲到科技
与社会讨论会”发表了《再发现与再接受弗莱克》，比较了弗莱克和库恩的概念，
讨论了弗莱克科学知识沟通的概念。
3．小结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库恩知道了弗莱克的存在，
并且知道弗莱克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总体上缺乏对弗莱克自身思想明
确的认识。而国外对弗莱克的研究则涉及诸多方面，科学、医学哲学、科学认识
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比研究、纳粹集中营期间的道德研究、对科学理解、自
由和民主的关系的研究、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的应用等等。
关于弗莱克研究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弗莱克的思想具有很
多可发掘的地方。下面我就试着谈谈其值得研究的方面及其对中国学界的一些启示。
三   弗莱克研究在中国的意义
首先，中国科学哲学研究至今仍没有形成“公认的分析框架和描述历史发
展的基本脉络结构”，也没有刻画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特征”[任元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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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科学哲学根植于西方社会，由于根基不同，当代中国仍以学习西方为主，
以求在学习的基础上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作为学术积淀，对西方经
典思想的研究不可避免。弗莱克作为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认识论的先驱式
人物，对其思想的研究想必会丰富国内研究。
其次，弗莱克思想具有原创的独特性。对其思想来源和影响进行分析，对比
其与其他哲学家、社会学家之间的异同，能为理解科学哲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史提
供重要的一环。弗莱克关于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的理论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通过对思维风格本质的研究，深入理解弗莱克理论，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探究事
实是如何在思维风格的影响下是“建构”出来的，或许可以借此寻找出一种知识
创新的方式和途径。作为一名医生，弗莱克从人文学科的边缘进入了学科研究的
核心，对其经历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跨学科间知识的产生。
最后，弗莱克对医学史案例的分析，也十分值得科学史研究的借鉴。他从梅
毒史的研究中，引申出了一套关于“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的科学认识论。
然而，在中国学界做科学史的缺少科学哲学思想，做科学哲学的缺乏科学史训练
似乎成为了共识。科学史研究领域，很少有人能得出自己的理论认知，大部分作
者都只是用别人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领域，则专注于理论
研究，对科学史研究相对忽略。“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
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拉卡托斯 1985，页 141]，二者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弗莱
克在二者的结合上做的非常出色，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弗莱克的思想，探索一套优
秀的理论是如何得出的。并且，我们还可以在科学史研究中验证或者反驳其理论。
如果其理论适当，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史研究的新进路；如果其理论不当，
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更完善的理论认知。
以上几点，仅仅是初步的认知。从国际上现有的研究来看，弗莱克的思想涉
及面极其广泛，并且每一方面都引人思考。“弗莱克的思想是一个远未穷尽的宝
藏”[张成岗 2000]，等待国内学者们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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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Research on Ludwik Fleck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a
XIA Zhao
Abstract: Ludwik Fleck, a famous microbiologist, is widely viewed today as a 
forerunner of Thomas S. Kuhn’s thinking and the founder of sociology of science. 
Nevertheless, Fleck has been little known in China. By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Fleck through his works and the existed research,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Fleck’s thought to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China.
Keywords: Ludwik Fleck, Research on Ludwik Fleck,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ociolog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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